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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以 1990 年到 2014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
实证发现地区劳动力流动越强,当地企业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越多,
其中创新质量最高的发明专利受到最显著的促进作用。 劳动力流动

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给企

业带来更强的创新激励。 在异质性分析中,实证发现国有企业的创新

绩效会受到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说明劳动力市场因

素是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对提高我国企业创新产出有重要

意义,同时也为户籍政策的制定、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合理的参考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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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创新成为促进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在 2018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肯定了创新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的意

义,同时指出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对提升高质量创新与国

家竞争力起到重要的作用。 早在 2015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就正式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强调了创新对我国经济的推动

作用和对民族精神的鼓舞作用。 随后,2015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推动

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 近年来,各省市陆续创立创业创新基地和服务

平台,在政府的支持下全面促进各层面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这种创新热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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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承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使命的基本主体,既有通过创新在

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动力,也面临着较大的自主研发压力。 企业创新绩效作

为展现企业技术水平和经济价值的重要指标,已成为海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逐步放松,成为影响经济体不可

忽视的重要因素。 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从西部

向东部转移中引起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彭国华,2015),以及

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中引发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蔡武等,2013)和农业劳动力老

龄化(李旻和赵连阁,2010)等问题。 然而,尽管企业创新能力与劳动力流动附

带的知识流动和人力资源竞争高度相关,但是学术界并未就劳动力流动与企业

创新绩效的关系给予足够的关注。
海外学者就劳动力流动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但理论分

析并不能给出中国劳动力流动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确切方向。 一方面,流动

的劳动力加剧人才市场的竞争情况(侯力,2003),为了留住并吸引精英人才,企
业倾向于获取更多的创新成果以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劳动力流动性

的增强导致地区产生更多的知识流动(Almeida
 

and
 

Kogut,1999),促进当地企业

的创新绩效和地区创业水平(Braunerhjelm
 

et
 

al. ,
 

2016)。 另一方面,劳动力流

动的下降会减小泄密的风险,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从而导致企业创新

绩效的提高。 例如,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实施不可避免披露原则

( Inevitable
 

Disclosure
 

Doctrine)、竞业禁止协议(Covenants
 

not
 

to
 

compete)等限制

人才在同类型公司间的跳槽以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后,公司劳动力流动性显著

降低(Jeffers,
 

2017),公司的研发支出和知识资本投入随之提升(Qiu
 

and
 

Wang,
 

2018)。 然而在中国市场上,劳动力流动性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是否存在相关

关系、劳动力流动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方向尚不明确,是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

素领域重要的实证问题。
我们结合全国各省份统计年鉴数据,通过将省份与 A 股上市企业所在地进

行匹配,构建了从 1990 年到 2014 年包含 679 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地区

劳动力流动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控

制时间趋势之后,地区劳动力流动会显著促进当地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 这种

促进作用来源于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给企业带来的更强的创新激励。 通过

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我们发现劳动力流动性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

更强,展示了劳动力流动对不同种类公司的差异化影响。
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的研究对企业创新绩效

相关领域的学术文献进行了补充。 以往针对公司创新绩效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公司层面的因素上,比如公司对外投资(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创新投入强度

(康志勇,2013)等。 本文创新性地研究了劳动力流动性对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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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对二者之间的促进关系进行了机制阐释和异质性检验。 研究表明劳动力

市场的流动性对企业创新会产生正向的重要影响,补充了国内相关学术文献的

空白;第二,本文跳出了中国研究劳动力流动局限于东西部流动(例如:彭国华,
2015)、城乡流动(例如:蔡武等,2013)的常规研究模式,将目光投入到单个省份

的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性相关学术文献进行了补充,丰富了在劳

动经济学相关方面的研究视角。
此外,本文的结论还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首先,劳动力流动在中国现阶

段对企业创新的正面促进影响不可忽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的创新绩

效会受到更强的促进作用。 在加强国有经济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创新活力的决

策下,促进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我国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的指导方针。 其次,研
究对我国户籍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指导方向。 户籍政策在影响我国劳动力的流

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人口的迁入和迁出不仅带来收入水

平、房价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变化,也对企业创新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产生影响。
本文的行文思路如下:第 1 部分综述现有文献并提出理论假设,第 2 部分

描述使用的数据并阐述实证策略,第 3 部分讨论基本实证结果、机制分析、异质

性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最后进行总结。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1.1　 企业创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

增长的决定因素(Romer,
 

1986,
 

1990;
 

Lucas,
 

1988),引发了海内外学者对经济

体创新能力的重视。 企业作为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企业层面上,公司的战略选择和管理模式与创新成果息

息相关。 内部研发策略能够增进技术型公司的创新绩效,外部研发策略则对技

术型公司的创新绩效产生抑制作用(Gnekpe
 

and
 

Coeurderoy,
 

2017)。 私营企业

和大学等科研基地的合作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其中不同规模、不同年龄的公司

受到的促进作用有显著差异(Chai
 

and
 

Shih,
 

2016)。 领导层的激励和组成方式

也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密切相关。 例如,当员工持股数量增加时,员工会利用自

己对公司的了解为公司带来更高的创新业绩(Babenko
 

and
 

Sen,
 

2016)。 随着领

导层中女性占比的增高,企业的创新产出也会随之增高 ( Lyngsie
 

and
 

Foss,
 

2017)。 从外部环境角度分析,政府法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创新绩

效。 政府对研发投入的大力支持能够显著提升技术导向型国家中企业的创新

业绩(Szczygielski
 

et
 

al. ,
 

2017)。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力度能够激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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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研发支出(Qiu
 

and
 

Wang,
 

2018)。
国内学者深入探究了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在公司行为方面,对

外直接投资能够增加企业的创新行为,而且这种促进作用是随时间递增的(毛
其淋和许家云,2014)。 企业和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的连接也有助于区域创新绩

效的显著提升(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 中国本土企业的进出口行为会影响企

业的创新活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被发现显著抑制中国企业的创新行为(张杰

和郑文平,2017)。 在公司治理方面,公司的激励机制、股权机制、薪酬差距、领
导人的能力结构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中有所差异

(鲁桐和党印,2014;石晓军和王骜然,2017;孔东民等,2017;赵子夜等,2018)。
公司的创新绩效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其中新生或年轻企

业的创新受益于雅各布外部经济,成熟企业的创新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董
晓芳和袁燕,2014)。 此外,国家和地区的宏观因素也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

响。 本地与超本地知识网络的功能整合和知识整合是促进集群企业创新能力

跃迁的必要条件(魏江和徐蕾,2014)。 政府投入研发补贴、加强知识产权执法

力度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研发投资(王海成和吕铁,2016;吴超鹏和唐菂,2016;
林菁璐,2018),进而刺激公司的创新产出。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正向促进上

市公司的创新行为,政府补贴多的企业会受到更强的激励效应(顾夏铭等,
2018)。 相反地,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会通过干扰公司诉讼的结果抑制企业的创

新活动(潘越等,2015);信贷寻租和融资约束通过挤出创新资金对企业研发或

协同研发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张璇等,2017;周开国等,2017)。 总体而言,我
国企业创新投入的总体规模和程度从世界范围来看仍然偏小,具有很大的进步

空间(康志勇,2013)。

1.2　 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流动方面的以往文献主要关注移民趋势、移民者身份对来源地和目

的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文献进行综述后发现,知识人才的流动不

仅对知识的创造产生促进作用,同时可以加快知识传播,导致集群知识的溢出

(赵勇和白永秀,2009)。 企业间的工程师流动会引致地区知识转移,并且这种

知识流动依托于当地劳动力的人际网络(Almeida
 

and
 

Kogut,
 

1999)。 有学者基

于 1995—2005 年 12 个欧盟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提高产业的科技水平和生产率(Foster-McGregor
 

and
 

Pöschl,2016)。 依赖于

面对面的沟通以及劳动力人脉网络的拓展导致的知识传播,劳动力流动对当地

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Falck,
 

2016)。
劳动力作为公司日常运营的人才来源与组成部分,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

必然影响。 有研究利用内生增长模型和知识生产函数,通过对中国工业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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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进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使工业企业更加依赖发明创造,从而

改善创新绩效(林炜,2013)。 人力资本的流动所构成的人力资本社会网络会影

响企业拥有的信息、资源和知名度,进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刘善仕

等,2017)。 流动的人口对城市创业活跃度和城市创新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叶文平等,2018)。 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会引发劳动力市场的要素变化,同时还

会造成知识网络的变化。 一些文献关注劳动力流动性和创新创业之间的关系。
基于瑞典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会提高当地的知识储备,而跨地区的

劳动力转移能培育企业家(Foster-McGregor
 

and
 

Pöschl,
 

2016)。 就对企业创新

行为的影响而言,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可能比区域内的网络变化更加重要

(Braunerhjelm
 

et
 

al. ,
 

2015)。 这意味着较高的劳动力流动性能够促进知识的扩

散,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但是,美国的不可避免披露原则和竞业禁止协议

等降低企业员工流动性的法规政策被发现显著提高了科技密集型产业公司的

研发投入(Jeffers,
 

2017;
 

Qiu
 

and
 

Wang,
 

2017),意味着劳动力流动性可能与机

密泄漏的概率正相关,较高的劳动力流动性会抑制研发支出进而导致创新绩效

的降低。
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性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西部向东部地区和农

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问题上。 就西部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而言,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放松,中西部技能型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进一步

拉大了地区发展差距(彭国华,2015)。 这种从西向东的劳动力迁移会受到农民

工地区教育回报率差异的影响(邢春冰等,2013)。 从理论研究视角来看,劳动

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地区差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樊士德和姜德波,
2014)。 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加速城市产业集聚而

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蔡武等,2013)。 在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促进城镇化

的同时,扩大了劳动力市场,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都阳等,2014),但这种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随年份呈现出递减的趋势(伍山林,2016)。 劳动力流动

的负面影响体现在扰乱了农村治安秩序(刘彬彬等,2017)、加剧了农业劳动力

的老龄化趋势(李旻和赵连阁,2010)。 户籍制度作为我国调节劳动力流动的主

要手段,在引导农民工迁入大中城市而非省会城市方面起到的作用却十分有限

(孙文凯等,2011)。 由此可见在国内文献中,劳动力流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的

相关研究数量较少,学者们对我国劳动力流动性在微观层面上的影响关注还不

够,因此本文将地区劳动力流动性和企业层面的创新数据联系在一起,对这一

学术领域进行补充研究。

1.3　 理论假设

人力资本作为一类重要的公司资源,是公司取得竞争优势的基础(Ba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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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Castanias
 

and
 

Helfat,
 

2001)。 在过去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揭示出公司的

人力资本对于公司绩效的直接和间接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对战略与绩效之间的

调节作用(Hitt
 

et
 

al. ,
 

2001;高素英等,2012),进一步证明了人力资本是企业核

心竞争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当地劳动力市场存在多种影响,进而对当地企业的创新

绩效造成促进或抑制的作用。 一方面,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增加可能会造成企业

员工的流动,加剧企业的泄密风险(Jeffers,
 

2017;Qiu
 

and
 

Wang,
 

2017),致使公

司降低研发投入(史宇鹏和顾全林,2013),将着眼点转移到打开新市场、增加原

有市场销量等策略,进而降低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
另一方面,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增加对当地人力资源市场产生两方面的影

响:首先,从成本角度切入,劳动力流动水平的提高导致当地劳动力平均工资水

平的上涨(钟笑寒,2006;赵峰等,2015),为应对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公司更倾向

于依赖成果创新保持领先地位;其次,从机遇角度切入,劳动力流动性增强会导

致当地高素质人才储备的增加,进而促进知识的流动并拓展当地知识网络

(Almeida
 

and
 

Kogut,
 

1999),企业也倾向于通过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吸引并利用

高素质劳动力(侯力,2003),从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我们认为在我国

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是企业提高自身生存能力的重要保障

(文思君和唐守廉,2020),企业倾向于增强自身创新能力,而劳动力流动性增强

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创新激励,强化了开展创新研发的知识基础,从而促进公司

产出更多创新成果。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1。
假设 1:

 

地区劳动力流动性增强能够提高当地上市公司创新绩效。

1.3.1　 提高劳动力成本机制

当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性增强时,当地地区的分工效率被提高,从而给

当地带来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和工资水平的上涨 (钟笑寒,2006;赵峰等,
2015)。 与此同时,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增强会导致当地存在更多的知识外

溢,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进而导致劳动力平均收入的提高(陈浩和孙斌栋,
2016)。 随着地区劳动力要素成本的上升,即当地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企业

会提高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追求,以降低对当地劳动力依赖,从而改善公司的

创新绩效(林炜,2013)。
每单位平均工资的提升对高工资水平和低工资水平地区(年)的影响不同,

即平均工资提升一单位在工资水平越低的地区(年)所带来的冲击更大。 基于

上述理论分析,在劳动力流动性变化相同的情况下,工资水平越低的地区劳动

力要素成本相对变化越大,该地区中企业在更强的成本冲击下会产生更大的创

新激励,从而创新绩效提升更多。 反之,工资水平越高的地区中的企业面对的

劳动力成本变化幅度较小,创新绩效提升更少。 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2。

461



　
第 8 卷第 1 期

　
　 　 　 　 戴蕙阳　 施新政　 陆瑶:

 

劳动力流动与企业创新

　
　

假设 2:
 

地区当年的平均工资水平对地区劳动力流动与当地企业创新之间

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1.3.2　 增加人才知识储备机制

人才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在流动的过程中会依托于当地劳动力的人际网

络影响地区知识的转移(Almeida
 

and
 

Kogut,
 

1999),导致当地知识网络的扩充。
国内学者发现知识人才的流动能够加快知识传播,导致集群知识的溢出(赵勇

和白永秀,2009)。 一方面,在地区劳动力流动增强的情况下,随着高素质人才

的聚集与多样化,当地公司可以利用扩大的地区知识库(即当地增加的人才资

源)进行科技研发等活动,从而提高产业的生产率和产业的科技水平(Foster-
McGregor

 

and
 

Pöschl,
 

2016),创造出更多的创新成果;另一方面,流动的劳动力

对市场上现存的人力资本进行优化配置并不断增值,给企业带来吸引并利用高

素质劳动力的机会(侯力,2003),激励企业提高创新业绩以增加自身的市场竞

争力,以便于保留精英吸引人才。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对科技知识水平较低地区的人才聚

集和知识库扩充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劳动力流动性增强时知识资本水

平较低地区的公司的创新产出会受到更强的促进作用。 反之,科技资本较高地

区的劳动力素质与知识资本受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较小。 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3。
假设 3:

 

地区知识资本对地区劳动力流动与当地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起负

向调节作用。

2　 数据与实证模型

2.1　 变量

2.1.1　 自变量

　 　 劳动力流动性(MigrationRatept)。 在海外学者的研究中,通常采用问卷调

查或者 LinkedIn 捕捉劳动力的流动情况,而在国内的统计数据中尚未有准确的

劳动力流动度量。 参考国内学者的普遍做法,我们使用户籍人口流动规模来代

理劳动力流动(例如:钟笑寒,2006;邵宜航等,2016)。 已有国内研究证明,就业

机会与工作待遇是影响城市间户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 (陈浩和孙斌栋,
2016),而户籍的制度与改革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也有着极强的影响作用(孙文凯

等,2011;王克强等,2014),因此户籍人口流动数据与劳动力流动数据具有极强

的相关性,作为其代理变量具有合理性。 此外,人口流动与劳动力流动均为省

级地区层面的宏观变量,不受一家企业创新绩效等微观层面因素的影响,因此

可以避免逆向因果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省级的常住人口数据或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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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数量(净流动人口)两类常见的统计指标只能反应人口数量的净变动,且迁

入量与迁出量可以相互抵消,人口数量的净变动并不能完全刻画劳动力流动的

强弱①。 因此我们定义

户籍总迁移率 = (户籍迁入人数 + 户籍迁出人数) / 年末人口数, (1)
来衡量劳动力流动性的强弱。 在对所有地区年鉴进行搜索后,我们发现只有北

京市、上海市、广东省以及青海省这四个省市的统计年鉴包含户籍迁入人数以

及户籍迁出人数这两个变量,其余省份的统计年鉴仅包含户籍总量的变化净

值。 因此,本文选取这四个省份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2.1.2　 因变量

企业创新(Patentit)。 企业的创新活动指标主要分为两大类———创新投入

和创新产出。 创新投入的衡量指标包括研发支出(R&D)与销售额或总资产的

比值(易靖韬等,2015),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包括企业每年专利授权数量(易靖

韬等,2015)、新产品销售额(林炜,2013),等。 由于上市公司的新产品销售额信

息不可获得,我们在 CSMAR 数据库中收集上市公司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企业

的创新产出绩效。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将专利分成了发明专利

(Patent1it)、实用新型专利(Patent2it)和外观设计专利(Patent3it)三类,CSMAR
数据库对三类均进行了统计收集。 我们将分别对这三类专利进行实证分析,检
验劳动力流动性如何影响不同专利类型。 在之后的分析中,这一变量都以专利

数加 1 取自然对数进行回归。 此外,为更全面地衡量企业创新,我们在稳健性

检验中加入了以研发投入为因变量的分析②。

2.1.3　 控制变量

在面板回归模型中,我们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文献(例如,吴超鹏和唐菂,
2016;陆瑶等,2017),加入了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的公司特征变量和省级地区特

征变量。 其中企业层面包括以下控制变量:
公司年龄(ListedYearit)。 本研究使用企业上市年份与统计年份之间的差

值衡量企业年龄,具体为将企业 i 在第 t 年的年龄取自然对数。 公司上市年龄

是企业发展状态的一个重要体现,上市的时间越长,企业积累的可用于创新的

资源越多,从而影响公司的专利产出。
公司规模(Assetit)。 本研究使用企业 i 在第 t 年拥有的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衡量企业规模。 规模也是上市公司发展状态的重要指标之一,通常来说公司的

规模越大,其在劳动力和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越强,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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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省的人口流入和流入可能都很大,但是其人口净变动可能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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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Leverageit)。 本研究使用企业 i 在第 t 年的负债总额除以当

年它所拥有的总资产衡量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以控制公司的债务水平。 资产负

债率是影响公司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变量之一,通常来讲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

高,公司参与创新的可能性越低。
资产收益率(ROAit)。 本研究使用企业 i 在第 t 年的净利润除以当年它所

拥有的总资产衡量企业的净利润率,衡量企业的营业水平和盈利能力。 通常来

说,企业的盈利能力越高,公司越可能拥有额外的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中。 为

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从 t-1 年到 t 年的 GDP 增长率和

每年的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
在省级特征的控制变量中,我们参考吴超鹏和唐菂(2016)的研究选择了以

下变量。
GDP 增长率(GDPGrowthpt)。 在研究中,我们将 p 省在第 t 年的 GDP 减

去第 t-1 年的 GDP,再除以第 t-1 年的 GDP 得到比值作为 GDP 增长率。
人口数量(Populationpt)。 人口数量的具体衡量方式为用 p 省在第 t 年的

年末人口数取自然对数。
地区 GDP 增长率和人口数量两个变量均代表着地区的阶段性经济发展水

平。 在本文的研究中,地区发展水平高一方面可能对劳动人口产生更高的吸引

力,从而增强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性,另一方面可能汇集更多具有长期发展能力

的企业,从而造成当地企业具有较高的创新绩效水平。 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以上

两个变量,从而控制地区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降低重要变量遗漏

的可能性①。

2.1.4　 调节变量

工资水平(Salaryit)。 本研究从国家统计局(http: / / www. stats. gov. cn / )收
集了面板数据对应地区和年份的省级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衡量地区工资水

平,并将其加 1 取对数后进行验证。
知识资本(KnowledgeCapitalpt)。 参考其他学者的方法,本研究采用人均

专利申请量,即当地申请专利总数除以当地总人数,对地区知识资本进行衡量

(Fischer
 

et
 

al. ,
 

2009;汪辉平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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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匿名评审人对使用 GDP 增长率与人均 GDP 增长率可能导致不同结果的建议。 为了排除这

种可能性,我们进行了三组稳健性检验:(1)在模型中增添地区 GDP 总量的对数控制变量;(2)在模型中

增添人均 GDP 增长率控制变量;(3)为避免人口、GDP 增长率、人均 GDP 增长率之间产生多重共线性,仅
保留地区 GDP 总量的对数、人均 GDP 增长率两个省级控制变量。 以上三组稳健性检验结果的方向与稳

健性均未与正文回归产生差异,由于篇幅原因未列入文中,可询问作者获取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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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 CSMAR 国泰安数据库,《北京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上海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以及《青海统计年鉴》。 劳动力流动性变量信

息来自上述统计年鉴,其余变量信息均来自 CSMAR 国泰安数据库。
正如变量部分所述,在全国省份统计年鉴中筛选出包含户籍迁入量和迁出

量的四个统计年鉴后,通过将省份与 A 股上市企业所在地加以匹配,我们构建

了一个包含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以及青海省等四省市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

板数据。 各省份年鉴中包含户籍迁入迁出量的年份数量有所差异,其中北京市

包含 2007—2009 年、广东省 1991—2014 年、青海省 2008—2014 年和上海市

1995—2014 年。 出于结果稳健性地考虑,我们进一步对数据进行了筛选:
(1)保留户籍数据所在年份的所有公司;(2)剔除数据不完整的公司;(3)剔除

数据不合理如上市年限小于 0 的公司。 数据集共包含 679 家上市企业和 6568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表 1 给出了按年份对观测值进行的统计。

表 1　 各省份各年份对应 A 股上市公司数量和观测值 /家

年份 北京市 广东省 青海省 上海市 观测值

1990 7 7

1991 5 5

1992 19 19

1993 42 42

1994 65 65

1995 69 93 162

1996 85 102 187

1997 103 109 212

1998 107 115 222

1999 108 115 223

2000 118 117 235

2001 117 124 241

2002 117 124 241

2003 121 128 249

2004 132 131 263

2005 130 132 262

2006 137 133 270

2007 100 154 143 397

2008 104 167 8 142 421

2009 119 178 8 143 448

2010 225 8 159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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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北京市 广东省 青海省 上海市 观测值

2011 273 9 180 462

2012 304 9 190 503

2013 305 10 191 506

2014 328 10 196 534

合计 323 3409 62 2774 6568

2.3　 描述性统计

表 2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我们发现,户籍总迁移量占总人口的

比重为 18. 5%,其中户籍迁入的占户籍总迁移量的 62%。 此外,一家典型的上

市公司每年获得的专利总数平均为 4. 92 件,其中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都

为 2 件,外观设计专利为 0. 92 件。 三种专利变量的标准差都远大于它们的均

值,说明这些变量对不同公司有较大差异。 最后,样本中包含的上海市企业和

广东省企业较多,这是因为北京市样本包括的年份较少,青海省拥有的上市公

司绝对数较少。 另外,鉴于青海省发展程度与其他三个地区有明显差异,我们

将在后文进行去除青海省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nel
 

A:核心解释变量

MigrationRatept 6568 0. 185 0. 077 0. 004 0. 439

Panel
 

B:被解释变量

ln(Patentit) 6568 0. 523 1. 135 0. 000 6. 103

ln(Patent1it) 6568 0. 333 0. 825 0. 000 5. 513

ln(Patent2it) 6568 0. 327 0. 848 0. 000 5. 517

ln(Patent3it) 6568 0. 148 0. 577 0. 000 5. 425

Panel
 

C:控制变量

ln(ListedYearit) 6568 1. 918 0. 865 0. 000 3. 219

ln(Assetit) 6568 21. 623 1. 504 13. 795 30. 098

Leverageit 6568 0. 458 0. 209 0. 006 1. 000

ROAit 6,515 0. 047 0. 336 -2. 746 22. 005

GDPGrowthpt 6568 0. 137 0. 058 0. 051 0. 406

ln(Populationit) 6568 8. 341 0. 831 6. 320 9. 280

Panel
 

D:
 

调节变量

ln(Salaryit) 6568 10. 388 0. 719 7. 918 11. 519

KnowledgeCapitalpt 6568 16. 303 11. 288 0. 465 35.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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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展示了面板数据中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因变

量与公司的总资产、资产收益率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上市

年龄呈负向相关关系,说明随着公司的发展和盈利水平的提高,公司的创新绩

效有所提升,而公司的负债高与上市年限长可能会导致公司创新水平降低。 省

级层面的 GDP 增长率与人口数量与自变量、因变量均有着较强的相关关系,侧
面证明选择这两个变量对于解决遗漏重要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具有一定的

作用。 鉴于本文使用的数据是面板数据,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方向与大小需要通

过模型回归进一步验证。

2.4　 回归模型设定

本文的主要回归模型为

Innovationipkt = βMigrationratept + γ′Controlipkt  + αi + ηkt + εipkt (2)
其中,下标 i 代表企业,p 代表所在省份,k 代表所在产业,

 

以及 t 代表年份;
Innovationipkt 是上市企业 i 在 t 年的创新绩效,以专利总数加 1 的自然对数表示;
Migrationratept 表示省份 p 在 t 年的劳动力流动性,以户籍总迁移率表示;此外,
Controlipkt 表示其他的控制变量,

 

αi 和 ηkt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以及行业-年
份固定效应,εipkt 是随机扰动项。

因为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较长,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也可能随时

间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乘以时间趋

势、资产负债率乘以时间趋势、净利润率乘以时间趋势、GDP 增长率乘以时间趋

势以及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乘以时间趋势(Controlipkt ×t)。 此外,不同的企业可

能具有非线性的时间趋势,并且在不同的年份越过拐点,因此我们还加入企业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乘以时间趋势的平方、资产负债率乘以时间趋势的平方、净
利润率乘以时间趋势的平方、GDP 增长率乘以时间趋势的平方以及人口数量的

自然对数乘以时间趋势的平方(Controlipkt×t2),以获得更进一步的稳健结果。
考虑到从决定投入研发费用到取得专利授权可能会花费数月到数年不等

的时间,假定在 t 年的创新绩效仅受到当年的劳动力流动性影响可能是不恰当

的。 因此,加入创新绩效的提前期是需要的。 不同专利产出周期有所差异的情

况下,我们选择使用公司专利总数量提前一期项和提前二期项平均数的自然对

数作为因变量( ln((Patenti,t+1 +Patenti,t+2) / 2) +1)。 另外,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

将因变量替换为提前二期项和提前三期项的平均数、提前一期项和提前二期项

和提前三期项的平均数进行回归,进一步验证结论。 最后,因为不同专利类型

的固有特性有差异,我们在下文中对三类专利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以对主回

归结果进行充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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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

3.1　 基本结果

　 　 表 4 报告了劳动力流动性对上市企业创新绩效回归的基本结果,结果均显示

户籍总迁移率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创新水平。 除了第 2 部分列出的控制变

量外,列(4-1)还控制了企业和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列(4-2)加入了控制变量与时

间变量的交叉项,汇报允许不同特点的企业具有不同时间趋势的回归结果。 回归

结果显示户籍总迁移率上升 1 个百分点,平均会带来 0. 22%的因变量增长,这一

效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列(4-3)中汇报了通过继续控制企业层面控制

变量乘以时间趋势的平方以及地区层面控制变量乘以时间趋势的平方的结果,该
结果允许不同特点的企业具有非线性的时间影响。 列(4-3)中的估计结果显示户

籍总迁移率上升 1 个百分点,平均会带来 0. 31%的因变量增长。 因此,我们可以

从回归结果推断出劳动力流动性越强的地区,上市企业创新绩效越好。

表 4　 劳动力流动性对上市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ln((Patenti,t+1 +Patenti,t+2) / 2)

(4-1) (4-2) (4-3)

MigrationRatept
0. 538∗∗∗ 0. 224∗∗∗ 0. 307∗∗∗

(0. 060) (0. 037) (0. 049)

ln(ListedYearit)
0. 090∗∗∗ 0. 094∗∗∗ 0. 095∗∗∗

(0. 006) (0. 002) (0. 005)

ln(Assetit)
0. 016 -0. 128∗∗∗ -0. 292∗∗

(0. 012) (0. 002) (0. 067)

Leverageit
0. 105 0. 301 0. 563∗∗

(0. 067) (0. 348) (0. 119)

ROAit
-0. 006 -0. 203 -0. 562∗∗∗

(0. 004) (0. 107) (0. 074)

GDPGrowthpt
-0. 001 -0. 026∗∗∗ 0. 043∗∗

(0. 001) (0. 002) (0. 012)

ln(Populationit)
-0. 197 -0. 077 0. 354∗∗∗

(0. 149) (0. 081) (0. 060)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时间趋势 No Yes Yes
控制变量×时间趋势平方 No No Yes

Adjusted
 

R2 0. 045 0. 054 0. 057
观测数 5130 5130 513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以及∗分别表示在 1%,5%以及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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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报告了劳动力流动性对上市公司不同类型专利授权数量的回归结果,
回归继续采用了表 4 中列(4-3)的控制变量。 列(5-1)的因变量为授权的发明

专利数提前一期项和提前二期项的平均数加一的自然对数。 可以发现,1 个百

分点户籍总迁移率的增加带来 0. 25%的发明专利因变量增加,回归结果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列(5-2)的因变量为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数提前一期项

和提前二期项平均数的自然对数。 这里 1 个百分点的户籍总迁移率的增加能

够带来 0. 05%的实用新型专利因变量增加,回归结果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 列(5-3)的因变量为授权的外观设计专利数提前一阶项和提前二阶项的平

均数的自然对数,回归结果不显著。 综合来看,劳动力流动性对当地公司专利

产出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 的成立。 三种专利的产出情况受到当

地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劳动力流动性对发明专利的促进作

用最强。 在我国,发明专利要求的技术含量最高,这种专利对新颖性和创造性

有很高的要求,审批过程也相对复杂。 与之相反,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

利的创新性相对较低,实现过程更加容易,审批过程也相当简单。 因此发明专

利被认为是创新质量最高的专利,更能体现企业的市场价值(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经常被用来衡量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例如,陈云伟等,2007)。 这种结果

进一步地证明了地区劳动力流动性对公司在创新方面的产出具有显著正向促

进作用。

表 5　 劳动力流动性对上市公司不同类型专利授权数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ln((Patenti,t+1 +Patenti,t+2) / 2) ln((Patenti,t+1 +Patenti,t+2) / 2) ln((Patenti,t+1 +Patenti,t+2) / 2)

(5-1) (5-2) (5-3)

MigrationRatept
0. 250∗∗ 0. 046∗∗ 0. 009

(0. 047) (0. 013) (0. 04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行业固定

效应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时间趋势平方

Yes Yes Yes

Adjusted
 

R2 0. 050 0. 053 -0. 037

观测数 5130 5130 513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以及∗分别表示在 1%,5%以及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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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影响机制分析

3.2.1　 提高劳动力成本机制检验

　 　 表 6 中列(6-1)给出了加入平均工资作为调节变量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

示,户籍总迁移率对平均工资更高的地区(年)中企业的专利产出有负向显著的

影响,即平均工资低的地区劳动力流动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交乘项的

回归系数支持了劳动力流动通过增加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激励的机

制分析。 这一结果与公司创新领域的已有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公司在劳动力成

本提高时会面临是否依靠低价劳动力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抉择,而增强企业

的创新能力不乏是另一种提高竞争力的优异选择。 这一影响机制使假设 2 得

到验证。

表 6　 两种机制验证的回归结果

变量
ln((Patenti,t+1 +Patenti,t+2) / 2) ln((Patenti,t+1 +Patenti,t+2) / 2)

(6-1) (6-2)

Salaryit×MigrationRatept
-0. 376∗

(0. 153)

Salaryit
0. 530∗∗

(0. 134)

KnowledgeCapitalpt×MigrationRatept
0. 019

(0. 009)

KnowledgeCapitalpt
0. 134

(0. 071)

MigrationRatept
3. 804∗ -0. 005

(1. 486) (0. 003)

控制变量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控制变量×时间趋势 Yes Yes

控制变量×时间趋势平方 Yes Yes

Adjusted
 

R2 0. 057 0. 058

观测数 5130 513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以及∗分别表示在 1%,5%以及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3.2.2　 增加人才知识储备机制检验

表 6 中列(6-2)给出了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知识资本的回归模型。 结果

显示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证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在不同科技知识资本水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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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作用没有明显差异,从而说明劳动力流动并不是通过增加人才知识储备

进而促进公司创新绩效的提高。 这种结果可能是我国劳动力质量现状所导致

的。 在我国流动的劳动力中城乡之间、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流动占据很大的比

例。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的资源差异导致了劳动力的个人教育程度不

同,对劳动力的质量产生有差别的影响(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 其中最直观

的表现为欠发达地区外流的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低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

人力资本水平(樊士德和姜德波,2011)。 虽然劳动力的流动造成了人力资本的

转移,但中国流动人口组成的异质性导致人力资本的流动不等同于知识资本的

流动,因此假设 3 知识传播的影响机制没有得到验证。

3.3　 异质性分析

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主要考虑劳动力流动性对上市企业创新绩效的平均

效应。 但是在影响人力资本竞争的机制作用下,不同类型的企业可能会对劳动

力流动性做出不同的反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和进步(钱胜,2009)。 虽然非公有制

在国有经济改革后对市场作用逐渐增强,但国有经济仍然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发

挥着主导作用,是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实现渠道(詹新宇和方福前,2012)。 当

代学界普遍认为在国有企业中存在着代理人问题。 一方面国有企业高管只拥

有企业监管权而不具有所有权,因此在研发投入转化成果的过程中容易懈怠而

造成创新产出低效问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高管的聘任存在政治因素,高管缺

乏创新能力(Zhou
 

et
 

al. ,
 

2017)。 所以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创新成

果产出效率整体偏低。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国有企业性质是否会影响劳动力流

动对创新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为了检验劳动力流动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是否有异质性

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户籍总迁移量和国有企业的交乘项。 其中,我们

将国有企业定义为:如果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或者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国资委

(陆瑶等,2017),就记为 1,否则取 0。
表 7 给出了加入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作为调节变量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

示,户籍总迁移率的增加对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更显著的促进影响。 这意味

着人力资源市场的流动性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大。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鉴
于本研究使用的劳动力衡量办法为户籍制度,考虑我国的制度环境,相对于非

国有企业来说,同地区国有企业在户籍变动的地区劳动力中占据了更大的比

例,因此其创新绩效更能够受到劳动力流动的正向促进作用;另一个可能的解

释是,为保证国有资产的价值,我国政府坚持构建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的监管保

护体制,较为完善的法规建设使国有企业的知识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因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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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面临着更小的泄密威胁,可以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研发支出和知识资本投

入,从而导致创新绩效的上升。
在我国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发挥国有企业的创造性的背景下,这种异

质性结果为加快我国国有经济改革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促进地区性劳动力流动

有助于建设更加完善的国有经济体制。

表 7　 对国有控股企业创新绩效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ln((Patenti,t+1 +Patenti,t+2) / 2)

GovernmentControli×MigrationRatept
0. 641∗

(0. 212)

MigrationRatept
-0. 103

(0. 177)

GovernmentControli
-0. 027

(0. 047)

控制变量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Yes

控制变量×时间趋势 Yes

控制变量×时间趋势平方 Yes

Adjusted
 

R2 0. 061

观测数 513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以及∗分别表示在 1%,5%以及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3.4　 稳健性检验

3.4.1　 修改自变量

　 　 户籍总迁移率并非是代理劳动力流动性的唯一选择。 鉴于大多数省份都

只有户籍净迁移率,即迁入率减迁出率的记录,而户籍净迁移率也在一定程度

上刻画了劳动力的流动,因此我们可以使用这一代理变量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

验。 表 8 中列(8-1)报告了专利总数的自然对数对于户籍净迁移率的回归结

果。 我们发现户籍净迁移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带来 0. 73%的专利总数增

长。 这一结果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结论。

3.4.2　 删除特殊时期或地区

本文结论可能受到特殊时期或特殊地区的影响。 例如,金融危机后经济发

达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性加强,同时低端制造业的艰难处境也使这些地区由制造

向创造转型,更加注重创新。 因此这段时期的观测在核心解释变量和因变量的

水平都较高,可能造成虚假的正向关系。 此外,青海省发展情况与其他三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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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整体有所差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劳动力流动性和上市企业创新绩效

都较低,也可能导致我们之前估计的结果右偏。 为了删除这些特殊时期和特殊

地区的影响,我们检验了剔除金融危机时期和青海省数据后的回归结果。
表 8 中列(8-2)是删除青海省的回归结果,我们依然得到了显著的正效应

(0. 310),估计系数与基准结果(0. 307)基本保持一致。 表 8 中列(8-3)是删除

金融危机后 ( 2008 年及以后) 的回归结果 ( 0. 296),估计系数与基准结果

(0. 307)也基本保持一致。 结果证明了劳动力流动性变化对专利产出具有稳健

的促进作用,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结论。

3.4.3　 更改因变量

考虑到不同专利产出周期有所差异,我们将因变量设置为公司专利总数量

提前二期项和提前三期项平均数的自然对数( ln((Patenti,t+2 +Patenti,t+3) / 2) +

1)、提前一期项和提前二期项和提前三期项平均数的自然对数( ln((Patenti,t+1 +

Patenti,t+2 +Patenti,t+3) / 3)+1)进行回归,分别验证我们的主要结论。 表 8 中列

(8-4)报告了因变量为专利总数量提前二期项和提前三期项的平均数的回归结

果。 回归表明如果户籍总迁移率增加 1 个百分点,因变量增加 0. 63%,结果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8 中列(8-5)报告了因变量为三项平均数的回归结

果,回归表明如果户籍总迁移率增加 1 个百分点,因变量增加 0. 56%,结果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3.4.4　 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采用研发投入或创新产出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

量,因为研发投入属于公司创新行为,与创新绩效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为了

进一步厘清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当地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我们采用因果步

骤法(Baron
 

and
 

Kenny,
 

1986;
 

方杰等,2012)检验公司的研发投入在地区劳动

力流动性和创新绩效(专利)间的中介效应。 因为公司采取研发的行为所需时

间小于专利时间,所以我们将因变量设置为公司研发投入的提前一期回归进一

步验证。
表 8 中列(8-6)报告了因变量为研发投入的回归结果,回归表明如果户籍

总迁移率增加 1 个百分点,因变量增加 1. 99%,结果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 表 8 中列(8-7)中显示,当研发投入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后,研发投入依然正

向促进专利产出,而地区劳动力流动性作为自变量不再显著,说明研发投入在

地区劳动力流动性和专利产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这一结果说明地区劳动

力流动性的增强激励企业增大研发投入力度,进一步取得更多创新成果。

871



　
第 8 卷第 1 期

　
　 　 　 　 戴蕙阳　 施新政　 陆瑶:

 

劳动力流动与企业创新

　
　

4　 结论

本文通过构造从 1990 年到 2014 年的上市公司数据集,探究地区劳动力流

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最重要地,我们发现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性增

强会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在三类不同专利的产出中,创
新性最高的发明专利增加最为显著。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流动增

强提高地区劳动力成本机制,即劳动力流动提升了当地的工资水平,从而促使

企业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摆脱对劳动力的依赖。 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发现,国有

企业的创新绩效更强的受到劳动力流动促进作用。 在后续的稳健性检验中,我
们发现使用衡量劳动力流动的其他变量、删除特殊时间或地区样本、使用创新

绩效的其他衡量变量作为因变量后劳动力流动性对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影响依

然稳健,而这种正向促进作用是通过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力度,从而产出更

多创新成果实现的。
本文的发现可以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规提供重要参考性意见。 首先,针

对创新产出较低和对高端技术需求较高的地区,政府应该适当放宽户籍政策促

进人才与知识的转移,同时出台增强当地人力资源市场竞争的相关规定。 这种

人才的流动会提高公司的创新激励,从而促进当地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 其

次,本文结论为加速我国国有经济改革的措施提供了新的指导方向。 相比于民

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更容易受到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为更快地提

升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政府应当打破原有的国企员工“铁饭碗”模式,激活国

有企业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从而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拉动我国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
此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第一,样本数据只涵盖了四个省份,其中

绝大部分观测值都集中在科技水平较高、经济发展迅猛的地区,没有充分考察

在农业、传统老工业占比重较大的省份中劳动力流动将如何影响当地上市公司

的业绩。 第二,劳动力流动带来当地知识网络拓展的机制在本文未得到验证,
然而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劳动力流动人口的质量也在逐渐优化,
此机制可能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 在本文的基础上,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

地区劳动力流动与企业创新动机、创新投入、创新效率等各个环节之间的具体

影响机制,挖掘劳动力流动与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负向影响,讨论劳动力

流动对企业投资行为、员工教育等其他决策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将劳

动力流动与公司治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丰富劳动力流动相关领域研究并提

升其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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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set
 

of
 

679
 

listed
 

companies
 

in
 

four
 

provinces
 

from
 

1990
 

to
 

2014,
 

we
 

empirically
 

find
 

that
 

the
 

stronger
 

the
 

provincial
 

labor
 

mobility,
 

the
 

more
 

patents
 

granted,
 

with
 

invention
 

patent
 

most
 

significant.
 

This
 

promotion
 

comes
 

from
 

the
 

rise
 

of
 

regional
 

labor
 

cost,
 

which
 

provides
 

the
 

incentive
 

for
 

innovation.
 

By
 

distinguishing
 

whether
 

a
 

company
 

is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or
 

not,
 

we
 

find
 

that
 

innovation
 

performances
 

of
 

SOEs
 

are
 

mor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labor
 

market
 

factors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providing
 

enlightening
 

directions
 

on
 

improving
 

companies􀆳
 

innovation
 

performances
 

and
 

adjusting
 

registered
 

residenc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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